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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指“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1］。

但凡书写就会涉及话语和结构问题，因此经、史、

子、集四部文本，都具备“文体”维度。章太炎是

近代罕有的体系性思想家，同时也是集大成的古典

学术宗师。他对诸多古典文体的理解与评述，一方

面构成其庞大思想、学术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又

成为该体系的其他部分乃至整个体系的一个立足点

或刺激源。他始终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继承与弘扬

古典文化，既决定了其对语言文字应用的必经阶段

即文体的重视，同时也决定了其文体学必然具有不

同于一般文学批评家所理解的文体学的独特学理依

据、分类标准、评价体系。目前学界对章太炎文

体学有一些具体探讨［2］，但缺乏自觉的整体观照。

本文拟全面论述章太炎的文体学，揭示其系统性、

深刻性，也不讳言其武断性、片面性，进而尝试理

解章氏文学思想的独特理路与历史价值。

一 正名：章太炎文体学的思想基础

传统正名思想包含三个层面：一是语言文字层

面，即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二是哲学层面，即建立

思想表达的逻辑基础；三是政治层面，即建立合理

的统治原则及相关话术。上述正名思想，来源于经

学、小学、子学等学术传统，它们都对章太炎产生

了影响。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章太炎的正名思想

以“对汉语言文字的名实关系、名实源流、名实规

范的深入思考”为中心［3］。文体是语言文字应用

的必经阶段，所以章太炎高度重视从语言文字规范

角度理解和诠释文体；具体而言，体现在正字例和

正文例两个方面。

首先，正字例即建立基础性、普遍性的语言

文字规范，所谓“同一文字，比合形名，勿使僭

差。其道则犹齐度量、一衡矩也”［4］。章太炎痛批

明代七子“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主张“先

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

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5］，这意味着他始终将

“造词”之规范放在“放言”之规范的前面，也就

是“训诂”先于“体裁”。比如他说：“文辞的本

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

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

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

之处。”［6］这宣告了正字例对于各体文学创作的根

本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古文、骈

文、韵文这些最基本的文体现象，都根基于特定的

语言文字规范。比如论古文：“凡曰古文者，非直以

其散行而已。词气必合于秦、汉以上，训诂必合于

秦、汉以上，然后可也。不然则近世公牍私札，无

非散行，皆可云古文矣。”［7］他认为单行散体不足

以界定古文，古文必须在“词气”“训诂”上符合

先秦两汉文献所确立的语言文字规范。也就是说，

古文是一套内在的应用程序，而不只是外在的形式

特征。同样道理，骈文也不是只在形式上寻求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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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体现象，它的产生原因是汉语词义“多支别而

乏中央”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一训数文”。比

如《老子》云“为天下谿，为天下谷”，《周易》云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中“谿”与“谷”、“危”

与“倾”、“平”与“易”，皆为同训，于是产生了

最原始的“俪体”。进一步，为了“意有殊条，辞

须翕辟”的表达需要，“俪体”又“不以同训为尚”，

而是以更为规整的“辞例”为框架，在其中安排

更复杂的词义关系。比如《周易》“上下无常，进

退无恒”中的“常”和“恒”，是词性同、词义也

同；《左传》“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中的“底”和

“流”，是词性同而词义相反；《雪赋》“皓鹤夺鲜，

白鹇失素”中的“鲜”和“素”，则是词性不同、

词义亦不同。由此可见，骈文的本质是对汉语复杂

字例的一种密集性的强化安排，以弥补散体之古文

在表达上的单调缺陷，正所谓“孑句无施，势不可

已”。如果说典范的古文和典范的骈文是对字例的

严格执行，那么“异于他文”的韵文中则有可能出

现“训故常法所不能限”的字例，比如汉魏诗中常

见的“乐相乐”。综合以上诸点，章太炎在《正名

杂义》篇末指出：“乃夫一字所函，周包曲折，晚

世废绝，辞不慊志，必当采用故言，然后义无遗

缺。野者不闻正名之恉，一切訾以藻缋，非其例

矣。”［8］可见，正字例是章太炎文体学的基础之义。

其次，章太炎又立正文例之说，进一步诠释具

体文体的语言文字规范。如果说《正名杂义》一

文主要沿袭颜师古《匡谬正俗》之传统而申明字

例的基础性、普遍性作用，那么《文例杂论》一

文则是仿效顾炎武《救文格论》而对文例进行集中

阐发，这便从“求训诂”工作而踏入“辨体裁”阶

段。就《文例杂论》所述而言，正文例包括正习俗

之名与正文体之名两个方面。每种文体都包含关键

性的习俗用语，其名实关系需要厘清源流、折衷古

今。《文例杂论》对时名、地名、官名、人名（称

谓）作了多条辨正［9］，这些习俗之名的应用规范，

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都有

密切关系。文体写作需要考虑习俗之正变，同样

道理，文体命名也与习俗息息相关。比如《曲礼》

云：“知生者吊，知死者伤。”《正义》曰：“吊辞，

乃使口致命；若伤辞，当书之于板，使者读之而奠

致殡前也。”据此可知：“今祭文若称伤辞，则无吉

凶不别之讥矣。”［10］这是对“伤辞”的正名，也是

对今人“祭文”之名的驳正。从习俗出发考察文体

命名，并且厚古薄今，主张以古正今，这是章太炎

的文体命名学的核心特点。

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中，正习俗

之名与正文体之名这两方面工作都得到更全面、更

深刻、更系统的推进；有些论点和看法，会比早

期的《文例杂论》所论更为激进，同时也更能展现

其“正文例”思想的归宿及特质。比如《原经》论

方志之书地名，“今为府县志者，不旁溢则宜予今

名，旁溢则宜予旧名”［11］，《明解故下》辨明六宗

之说、禘祫之说、庙主之说、嫔御之数、君臣之

等［12］，都是正习俗之名。《国故论衡》还对文体命

名学发表了体系性看法，最关键也是最偏激的两段

是：“余以书籍得名，实凭傅竹木而起，以此见言

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

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是故绳

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

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 ［13］他将经、传、论这三

种最重要文体的命名归因于物质材料，也就是社会

习俗中最为质朴和基础的部分，而不取“后儒”的

那些具有抽象意义的训说。循此思路观察《国故论

衡》中卷诸篇，会发现章太炎试图将一切文体的命

名缘由限定为社会习俗的具体需要。如谓“古之为

政者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

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

谓制度，故诸教令符号谓之经”［14］，这是从“教

令”角度进一步界定“经”，由此可知，经就是形

于“绳线联贯”的那些“教令符号”。又谓“不歌

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15］，这

是以歌唱与否区分诗与赋。又谓“铭者自名，器有

题署，若士卒扬徽，死者题旌，下及楬木以记化

居，落马以示毛物，悉铭之属”［16］，这是以物质

载体来讲广义的铭文。又谓“古者吊有伤辞，谥有

诔，祭有颂”“诔者，诔其行迹而为之谥” ［17］，这

是从丧仪出发来解释“赍送”之文的命名。又如

“自颂出者，后有画象赞，所谓形容者也。……然

则赞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谓也。……赞之用不

专于画象，在画象者乃适与颂同职，其同异之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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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8］，这是从场合与功能出发来解释赞与颂的

区别及联系。凡此种种，都是依据古代习俗而正

文体之名，可谓正本清源。于是，经、史皆统一

于“经”，校、故、传、解皆统一于“解故”，诸

子、论、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

皆统一于“论”，诗、赋、箴、铭皆统一于“乐语”

（“诗”），哀吊、行状、象赞、碑铭皆统一于“赍

送”，由此形成了纲举目张的文体分类体系。无论

是五类大纲还是诸种细目，其命名都与社会习俗密

切相关。因此，只有从习俗也就是从“事”着眼，

才能看清楚文体命名的来龙去脉，“庶几人识原流，

名无棼乱者也”［19］。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正名思想以建立语言文字

规范为中心，由此奠定了其文体学的思想基础，使

其获得独特的学理依据：他既强调建立基础性、普

遍性的语言文字规范即正字例，也重视在具体文体

内部规范核心用语和文体命名，并将此正文例工

作建立在明晓社会习俗的基础之上。如果说正字

例代表了对于语言文字规范性的严格追求，那么

正文例则代表了调和规范性与约定性的努力。由于

章太炎素来主张“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

文”［20］，也就是认为语言文字规范是社会现实的

反映并为后者所推动和决定，这与习俗的衍变具有

相似的发展规律，因此不妨说，章太炎的文体学始

终具有坚定的历史主义倾向。这导致他一方面强调

文体的规范性，主张以源正流，另一方面又拒绝承

认抽象的、机械的规范性，而总是从具象中提炼规

范性。此种历史主义倾向，与其穷极高明的一元论

哲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张力。章太炎的文体

分类学、文体流变论乃至全部文学思想，就在此张

力之网中展开。

二 二分与一元：
章太炎的文体分类学

章太炎在 1906 年的讲演录《论文学》中提供

了一份详尽的“文学各科”分类表［21］，并作出了

周严的解释，从而建立了涵盖一切载籍文献的文体

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的前半部分是驳斥

传统及流行的诸种“二分法”。他所不赞成的种种

试图以“二分法”来缩小“文”之范围的学说，恰

恰刺激了他同样采用“二分法”来扩大“文”之范

围，即区分“无句读文”与“有句读文”，从而将

一切文字记录都视作“文”。不仅如此，细绎《正

名杂义》《论文学》《国故论衡》《论诸子学》《国学

十讲》等不同时期著述［22］，会发现“二分法”事

实上成为章太炎进行文体分类的一贯性、枢纽性

原则。

一是文辞、口说之二分［23］。口说是虚空中的

文辞，早已消失在时间之流中，理论上是无法进行

研究的，只能通过既有的文字记载去揣测当时实

况。《正名杂义》认为，《尚书》中“商周誓诰，语

多磔格”，就是因为“直录其语”，而“帝典荡荡，

乃反易知”，则因为“此乃裁成有韵之史者也”。

这个分判已经显示出崇文辞而去口说的倾向。降

及战国，“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而

“名家出自礼官，墨师史角，固清庙之守也”。尽

管两家都留下文辞，但纵横之言近于口说，名家

之言则“与演说有殊”。二者在表意说理上的差异

在于：“纵横近于雄辩，虽言或偭规，而口给可用。

名家契于论理，苟语差以米，则条贯已歧。一为无

法，一为有法。”可见，文辞有稳定的规范性（有

法），而口说只有当下的实效性（无法）。在章太

炎看来，尽管口说本身没有成为历史性的存在，但

口说的影响却在文辞中常常浮现。此种影响主要是

负面的，需要警惕乃至祛除，故曰“效战国口说以

为文辞者，语必伧俗，且私徇笔端，苟炫文采，浮

言妨要，其伤实多”［24］。他将文字记录所带来的

规范性抬到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所以崇文辞而去

口说。

二是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之二分。《论文学》

云：“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

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

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

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

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

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是

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

之不共性，自是亡矣。”［25］他认为，无句读文如图

画、表谱、簿录、算草之类，只是用文字符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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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无法被言说，故代表的是文字的特性，而有

句读文既是记录，也可被言说，故代表文字与语言

的共性。他用这样的对比表明立场：“文”的根本

特质是准确记录，越是接近无句读文就越容易做到

准确记录，所以典章、疏证等文体最为优越。换句

话说，他希望在观念层面用无句读文的特质来规范

有句读文。

三是名家之文、纵横之文之二分，实是从文

辞、口说之二分引申而来，但又具有新的内涵。

《国故论衡·论式》云：“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

其本纵横。”“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原各有所

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

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

语。”“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26］

但是，章太炎又明确反对学说、文辞之二分，反对

“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这样的拘泥刻板

之说［27］，因此他没有将论与诗、名家与纵横的区

分简单定义为理智与情感的区分，而是着眼于是否

“纷纶”、是否“扬厉”，也就是说，他不以表现对

象或表达效果的差异来区隔文体，而是以表达方式

的优劣来分割文体；在他看来，名家之文所采用的

是更优等的表达方式。《论式》又云：“夫持论之难，

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

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

其学莫能至。”“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

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28］可见，所谓名家之

文的表达方式，就是建立在充分的小学功底和博洽

学问基础上的质朴谨严的名实之论。将名与实准确

对应，本来是语言文字的最基本功能，但在章太炎

看来，此项工作乃是最不易企及的最高境界。从核

准名实出发，既可考清事实，也可说清道理。相形

之下，“诗”“纵横”“文士”皆为“浮辞”所困。

四是客观之文、主观之文之二分。《国故论

衡·原经》云：“惑者不睹论纂之科，不铨主客。

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

得造。”［29］他反对今文经学的一大理由是，此种说

经方式混淆了客观之文与主观之文的界线，用主观

性的“文辞义理”去比附客观性的“典章行事”。

在《明解故》上下篇中，他动用了极大的气力去疏

通一些重要经学问题中的客观事实或语言规律，可

以说是积极贯彻了“六经皆史之方”的观念，故曰

“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

古文”［30］。在他看来，今古文之分既是“学”之

分，也是“文”之分。在《国故论衡》“文学”七

篇中，他将诸子之文归入《论式》，而将经、史之

文归入《原经》、将解故之文归入《明解故》，同

样包含“铨主客”的意识。在《论诸子学》中，他

将此种二分法更明确地表述出来：“今之经典，古

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

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

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

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

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

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

已。”［31］可见，记事之书遵循客观之学，故可称客

观之文；诸子之书遵循主观之学，故可称主观之

文。在晚年的《国学十讲》中，他将“集内文”分

为“记事文”和“论议文”两大类［32］，亦可见客

观、主观之二分法。虽然章太炎未明言客观之文与

主观之文的优劣高下，但由于他主张“持理议礼，

非擅其学莫能至”，又讥讽“言能经国，诎于笾豆

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

无计薄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33］，可知他认为

主观之文并不能依仗个体的主观性，而必须依赖

群体的知识基础，所谓“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

如果徒逞“文辩”，如欧阳修、苏轼之文，那么就

近于纵横，丧失了客观性的指导与制约，就会成

为“持论最短者”“佞人之戋戋者”［34］。章太炎极

重高明之学，但又始终不离朴学本色，试图建立主

观性思考的客观性基础，故其所谓“铨主客”，不

是就文本的表现对象（质料）而言，而是就事实与

思想的表达方式而言，故其无论言“学”还是言

“文”，都具有文体学向度。

综上所述，在章太炎的文体分类学中，虽然文

体细目驳杂且多变，比如《论文学》《国故论衡》

《国学十讲》所呈现的细目都有较大差异，但是二

分法思维却贯穿始终；虽然文辞与口说、无句读文

与有句读文、名家之文与纵横之文、客观之文与主

观之文这四种二分法，分别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论著

中，也各有其分割依据和适用范围，但相互之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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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明显的呼应关系和共同的取舍倾向，反映出章

太炎文体分类学的内在思维结构，即：将二分法作

为权宜之计，以便归类丛杂的文体现象；将一元论

作为根本原则，用来建立文体的正确规范。他始终

强调以文辞为本，以无句读文为本，以名家之文为

本，以客观之文为本，而力图克服口说、有句读

文、纵横之文、主观之文的种种丧本失源、多歧多

变的弊端，这就用一元论模式统摄了二分法思维。

归根结底，他希望用文体的最原始、最客观的特质

来规范一切文体，故最终坚定地将“有文字著于竹

帛”作为“文”的定义［35］。换句话说，“记录”这

种社会行为，在他的阐释下具有了形而上学内涵：

记录，就是将意义彻底客观化的一种人类理性能

力；文体，就是客观规范本身。

三 名实、质文、气势：
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

章太炎的文体学整体上围绕建立语言文字规范

而展开，其文体分类学又以强调规范的绝对客观性

为根本依据，因此，其文体流变论本质上是基于客

观规范而对一系列失范事实进行严厉批判的产物。

具体而言，失范事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例失

范，主要体现在文体之名与文体之实的不相符；二

是字例失范，即文体书写由质而趋文；三是作者失

范，即时代风气催生了不合格的作者，从而造成文

体势衰。

如前所述，章太炎从习俗出发考察文体命名，

主张厘清古今源流，所以他对文例失范现象的批

判，包括古今增减、古今缩放、古今淆乱等多方

面。文体之名，从古至今有增有减：“文章流别，

今世或繁于古，亦有古所恒睹今隐没其名者。……

夫随事为名，则巧历或不能数；会其有极，则百名

而一致者多矣。”［36］这段虽是专讲增减问题，但其

实道尽了文体名实流变的基本规律：无论增减、缩

放、淆乱，都是因为“事”的变化，也就是习俗衍

变。章太炎论文体缩放，以韵文为例：“盖有韵之

文多矣。有古为小名而今为大，古为大名而今为小

者。”［37］他举例说明：箴原为诗之一种，后来居然

与诗并列，故曰“以小为大”；铭原为各类铭文之

统称，后缩小为金石韵文之专称，故曰“以大为

小”。以上种种文体增减、文体缩放现象，如能以

古正今，当然最好；如能明其源流，也不妨随波从

俗；如果不识源流，妄加规定，甚至以今律古，则

会造成文体淆乱现象。《文学略说》云：“韩昌黎作

《南海神庙碑》，纯依汉碑之体，作《曹成王碑》，

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则可，作传即不可。桐城诸贤

不知此，以昌黎之碑为独创，不知本袭旧例也。宋

人作碑，一如家传，惟首尾异耳。此实非碑之正

体。”［38］他讽刺宋人和清代桐城派对碑这种文体的

名实源流认识不清，或以彼乱此，或认旧为新，皆

造成淆乱现象。在《国故论衡·正赍送》中，他对

诸种“送死之文”在后世流变中的名实淆乱现象条

分缕析，提出“刊剟殊名，言从其本”“慎终追远，

贵其朴质”的总原则［39］，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

变通之法。

如果说章太炎对待文例失范现象尚容许变通之

术，那么他对待字例失范现象则极为严苛。在《正

名杂义》中［40］，他转引日人姊崎正治之说，认为

“生人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有表象

主义，即有病质凭之”。他用“表象主义”概念分

析中国文化，认为汉字假借、《易》学、文章修辞

是“表象主义”的三大表征。文章写作中的“表象

主义”则主要有两种：一是文人不明文字孳乳之源

流，“习用旧文而怠更新体”。比如“朋”字是假借

群鸟从凤之象来表达朋党、朋比之义，而“倗”字

则是朋党之“朋”的正字，文人不识孳乳源流，仍

用“朋”而不用“倗”，这就造成文字表意的不精

确也就是字例的失范。二是文人滥用比喻、借代、

用典等修辞手法。比如“案一事也，不云‘纤悉

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

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

如此发展下去，“遂于文格，最为佣下”。究其病

根，正在“文益离质”；“质”，就是字例。以上两

种字例失范现象，在诗赋箴铭等韵文中表现尤其

突出。《国故论衡·辨诗》云：“唐人多憙造辞，近

人或以为戒。余以为造辞非始唐人，自屈原以逮南

朝，谁则不造辞者？古者多见子夏、李斯之篇，故

其文章都雅，造之自我，皆合典言。后世字书既已

乖离，而好破碎妄作，其名不经，雅俗之士所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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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辞为戒也。若其明达雅故，善赴曲期，虽造辞则

何害？不然，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龙

蹲，斥高祖以隆准；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

是。此虽原本经纬，非言而有物者也。”［41］在章太

炎看来，只有建立在正字例基础上的造辞才是合理

的，这叫“言而有物”；违反字例而胡乱造语，这

叫“破碎妄作，其名不经”；而绕过语言文字的直

接表意功能，用修辞之效果取代用字之精确，即

便“原本经纬”、无一字无来处，也不合理。此种

奇特的反修辞倾向，“其实是严格至极的修辞学要

求”［42］，也就是强调基础性、普遍性的语言文字

规范。

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作者

失范的批判。章太炎并不对作者进行独立且平允的

研究，而是常在文体流变史中刻画作者的面目并

评估其价值。《国故论衡·辨诗》云：“论辩之辞综

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以情文贵，后生或有陵

轹古人者矣。韵语代益陵迟，今遂涂地，由其发

扬意气，故感概之士擅焉。聪明思慧，去之则弥

远。”［43］可见，理智可以进步，故论辩之文可以后

出转精；情感则今不如古，故诗赋韵语一代不如一

代。他在《辨诗》中每好言“势尽”“泯绝”，其

笔下之诗赋史就是一部退化史。那么，作者情感为

何退化？他提供了特别简捷的解释：“由商周以讫

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

儒弱妇，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贤材，言辞温

厚，而蹈厉之气存焉。及武节既衰，驰骋者至于绝

膑，犹弗能企。故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

亦由是不竞。”［44］可见，他以武力、兵气解释韵文

作者的情感盛衰。《菿汉微言》把上述历史观讲述

得更细致：“西京强盛，其文应之，故雄丽而刚劲。

东京国力少衰，而文辞亦视昔为弱，然朴茂之气尚

存，所谓壮美也。三国既分，国力乍挫，讫江左而

益弱，其文安雅清妍，所谓优美也。”［45］在《文学

略说》中，他甚至将“词气”、情感与“体气”也

就是身体强健程度直接挂钩，认为“体气强，则情

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46］。

令人深思的是，章太炎虽然感慨后世作者的体气之

衰、性情之衰，但却并不主张在情感层面重建民族

心理或民族文学，而是寄希望于理智层面的激发与

重构。所以，他对论体文每每指明出路、宣示方

法，如谓“持论以魏晋为法”“凡立论欲其本名家，

不欲其本纵横”“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

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47］。由此可知，

理智完善是遏制作者失范的关键。理智不仅能直接

为论辩之文保驾护航，而且能为一切发诸情感之文

提供法度，正所谓“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

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48］。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着眼于文例、

字例、作者，描述了文体发展史中名实不符、由质

趋文、气势渐衰的失范现象。整体来看，其文体流

变论是其正名思想和文体分类学的附庸，是以否定

性的方式强调并验证了“规范”的绝对客观性。他

不赞成文体之名实关系的无序化流变，他激烈反对

“表象主义”对语言文字的侵蚀，他希望遏制国势

之衰、人气之弱对于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他急于

将自己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和文字记录方式的一整套

理解，以极其坚决的态度笼罩于极为复杂的文体流

变现象之上，从而提出诸多苛刻乃至偏激之见，以

至于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揣想：章太炎站在“反文

学”立场上来谈论文学问题；他将一般文学批评家

所津津乐道的高贵、优美、情感丰沛、技艺精致、

高度个性化、充满不定项的那样一些文学特质，统

统予以唾弃。因此，他的文学论述中几乎看不到系

统的作家论和作品论，而是处处以文体学为视角、

为框架，显示出高度客观化的学术取径。他的既武

断又高明的种种论点，及其背后质朴而幽邃的学理

基础，也都应该从文体学角度予以理解和阐发。

四 存真的焦虑：
从文体学理解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郭英德认为：“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

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49］具体而言，体

制包含三个方面，即字句和篇幅的长短，音律的规

范与变异，句子和篇章的构架；语体意味着“不同

的文本语境要求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词、语法、语

调，形成自身适用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

格”；体式，包括赋、比、兴等手法，也可分为抒

情、叙事、议论等类型；体性，揭示了特定文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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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表现对象、审美精神之间的关系［50］。

章太炎的文体学，主要落脚于语体和体式，而

相对忽视体制和体性。比如他划分文辞与口说、无

句读文与有句读文、名家之文与纵横之文、客观之

文与主观之文，都是从语体或体式出发；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文体分类细目，如《论文学》所列学说、

历史、公牍、典章、杂文等项，以及诸子、疏证、

平议、纪传、款识、书志等子项，事实上是综合考

量语体、体式和文体表现对象而产生的判断，完

全打破了文本外在体制的束缚［51］。在文体四层次

中，体制是已然固化的外在形貌，体性中则包含抽

象化、主观化的内在精神，只有不内不外、既偏于

客观同时又没有固化的两个层次即语体和体式，可

以高度契合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规范思想，故成为其

文体学体系的枢纽；与此同时，他又将体性中有

关表现对象的部分，降低至习俗乃至物质层面，作

为其文体学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建构起一套拥有充

分客观基础、以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为中心的文体学

体系。章太炎对于自己文体学的独特取径有鲜明的

自觉，他以“形式”“轨则”自居，而与畅谈“精

神”“才调”的文学批评划清了界线。

在写给曹聚仁的书信中，章太炎主张“夫文辞

之体甚多，而形式各异。非求之形式，则彼此无以

为辨；形式已定，乃问其精神耳，非能脱然于形式

外也”，由此认为《百家姓》等书“以工拙论，诗

人或不为；以体裁论，亦不得谓非诗之流也”［52］。

他反对从“精神”和“工拙”来判定“诗”，坚持

只能从客观性的“形式”着眼。在《论文学》中，

他有更详细的阐释：“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

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

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他讥讽“日本之论文

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又进一

步指其根源：“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

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

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

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

所以为汉文也。”他将近代以美学为学理依据的文

学观，如何从西方传至日本又如何经日本影响中

国的过程，勾勒得一清二楚，也由此将自己摆放

在“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的位置上，坚持民族主

义立场。接着，他以公牍、小说两种文体为例，说

明了“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的观点，并明确

将“合格”落实在语言文字规范层面，即“上准格

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

认为这才是“汉文”的本质特征。最后他总结说：

“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

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证之法，可施于一切文

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

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

也。”［53］可见，他倡导以“形式”“轨则”“雅俗”

为本，而反对以“精神”“才调”“工拙”“兴会神

味”为本，终究是为了确立“无句读文”在其文体

学体系中的基原地位，如《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所云：“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

文，皆文字所专属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

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

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54］

在这里，章太炎将“修辞立诚”这一古训上升到

“第一文学原理”的高度，意味着他极力维护“记

录”作为一种理性能力的崇高价值，由此也凸显了

他对于“记录”能否实现绝对客观化目的的深刻焦

虑，不妨称之为“存真的焦虑”。

章太炎之所以抱有“存真的焦虑”，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缘由：第一，他一向认为历史是民族之

根，所以准确记录历史事实就是民族存亡之命脉，

意义极为重大。《印度人之论国粹》云：“人类所以

殊于鸟兽者，惟其能识往事，有过去之念耳。国粹

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

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

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55］然而，文人笔下的

文学往往“不再以文字和词语探索世界之‘真’，

不再记载史实和表达情意，而开始走向故事化的寓

言和说教、书本化的呻吟和卖弄、情调化的枯淡

和雄放”［56］，这就会对“识往事”产生严重动摇，

所以章太炎向来不赞同周氏兄弟式的文艺救国。第

二，他将“小学”和“名学”视作结构相似的精

神过程，力求捍卫主观表达的客观基础。《菿汉微

言》自叙云：“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

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

亦随顺旧义耳。……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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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

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

机。”［57］又《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论哲学云：“最要紧的是名家，没有名家，一切哲

理都难得发挥尽致。”［58］由此可知，逻辑的失范与

语言的失范是一体之两面，都需要高度警惕。而思

想的准确阐释，与历史的真实还原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第三，他认为古典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虚假

的“规范”，会反噬真正的“规范”。《论文学》云：

“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

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

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

算草有算草之体制，非知记号、通章数者勿能为。

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

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

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

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

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不知

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

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

悲夫！”［59］在他看来，宋代以降“文章学”所讲

之“体制”，实际上是以偏概全的主观之论，继则

由主观化而趋于机械化，生出种种间架结构、起伏

照应之说，但此种“体制”不是规范，真正的规范

乃是依据不同习俗、不同文体特点而自然产生的

“学”；既然名之曰“学”，意味着写作者必须“善

准望、审明暗”“知统系、明纲目”“识品性、审

去取”“知记号、通章数”，也就是必须具备系统

化、习俗化、客观化的知识与能力。同样道理，写

作其他各体文章也都“必先豫之以学”。“学”的

存续与否，在章太炎看来是“记录”能否实现绝

对客观化的最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学”“文

体”“文学”这三个概念是同义词，它们的内涵都

可以被概括为：记录的规范。所以《国故论衡·文

学总略》开篇即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

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0］从“法式”

也就是规范出发来理解一切文体现象并由此解释一

切文学现象，这就是章太炎文体学的基本思路，同

时也是其文学思想的内在理路。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章太炎所理解的“规范”，是具象的而非抽象

的，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

是变化的而非固化的，是民族的而非人类的，总之

是经验的历史集成，而非理念的逻辑演绎或偶然示

现。孟琢认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系统在特定

之历史过程中凝聚而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在众同分心的摄持下，语言秩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皆得以建立，体现出真如缘起在语言中独具特色的

映射方式。”［61］这段话事实上揭示了章太炎文学思

想的形而上学依据：由“众同分心”而产生的语言

文字规范，决定了汉语文学的本质属性。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文体学以正名为思想基

础，以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为核心诉求，包含独具特

色的文体分类学与文体流变论，对纷繁复杂的文体

现象提出了独断而统一的规范性意见，显示出高度

客观化、理性化的学术进路。作为一个坚守一元论

思维的思想家，章太炎思考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都

试图建立单一的出发点并由此产生系统性的意见。

在文学领域，他以“记录的客观性”为出发点，将

原本充满主观化个体体验的文学文本理解为客观

化、群体性经验的具体表现，并将后者视作前者的

规范。正是因为他极重规范，所以其文学思想的本

质是文体学，而不是作家论、作品论、风格论；不

是文学批评家所理解的那种研究文体的外在形貌和

内在审美精神的文体学，而是语言哲学家所理解的

那种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和社会习俗作用的文体学。

因此，与同时期古典文体学专著（比如王兆芳《文

章释》、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相比，章太

炎的文体学体系具有强调原理而不拘细目、独重字

词而忽略作法的特色。他用刻意的片面态度来强调

语言文字的主导性，以求建立文体运行的内在规范

性。王一川论“语言学革命”云：“洪堡关于语言

不是一种‘产物’而是一种‘活动’的论述，都曾

给予 20 世纪重要人物如卡西尔和加达默尔以强烈

启迪。……当以全新的眼光去凝视语言，其中蕴藏

的为人忽视的规则系统的力量得以展露出来。”［62］

章太炎正是在中国文明遭受西方文明强烈冲撞的时

代大背景下，慧眼独具地揭示出汉语自身所包含

的“规则系统的力量”，由此推动古典文学传统之

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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